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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国际观与晚年思想转向

———梁启超著《欧游心影录》的思想新解

欧阳哲生

【提要】 梁启超的国际观是在观察欧战中逐渐形成的。在当时展开的东西文化论争中，梁启超

经历了一个从缺位到补位的过程。欧游归来后，他发表的《欧游心影录》为东西文化论争增添了新的

成分。他要求思想解放，提倡法治、宪政、自治、国民运动; 他告诫人们不要着急，反对在中国实行过

激的国有化政策; 他主张未来中国文化要走中西结合之途，中国要对世界负责任。这些观点都是新

鲜且具有建设性意义。有些学者将梁启超归为文化保守主义或东方文化派的做法并不恰当。
【关键词】 梁启超 第一次世界大战 《欧游心影录》 国际观

长期以来，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总是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这

种情形直到 21 世纪初才有所改观。实际上，在短短的四年欧战期间，袁世凯、张勋两次复辟帝制遭

遇顿挫，共和制作为中国政制基本定型;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暂时得以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和压迫，获

得前所未有的喘息和发展; 新式教育依托共和体制迅速发展，清算儒学意识形态的新文化运动兴起。
正是在这段充满动荡、混乱、无序的历史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向现代转型迈上了新的台阶。这

一切不可仅仅视之为中国自身转型的结果，它们也是中国与世界关系互动的成果。一战后国内舆论

要求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呼声大涨。
不像近代中国的前七十多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总是处在非常被动的境地。欧战的爆发，拉近

了中国与欧美的距离，中国朝野主动探寻战争的动态及其与自身的关系，从而开始形成新的国际观。
梁启超是北洋政府内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对欧战的观察不仅对政府决策具有智囊作用，

甚至左右国内舆论。因此，梁启超的国际观是一个值得检视的思想标本，对认识一战及其随后中国

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有着特殊的历史价值。

一、从梁启超对欧战的观察谈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人迅即投入关注的目光。1914 年 9 月，杜亚泉在其主编的《东方

杂志》第 11 卷第 3 号发表《大战争与中国》，提醒人们: “故此次大战争之关系于吾中国者，一为

戟刺吾国民之爱国心，二为唤起吾民族之自觉心。此虽为间接之影响，而关系于吾中国十年内

之变局者，当以此为最巨。”①至于其对大战争与中国关系之认识，显示了他作为新闻编辑专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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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伧父:《大战争与中国》，《东方杂志》第 11 卷第 3 号，191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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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捕捉世界信息的特殊敏感力，《东方杂志》在当时的确成为国人了解欧战动态的重要信息渠道

之一。
欧战爆发时，梁启超任币制局总裁，本欲有所作为，但天不遂人愿。① 于是，梁启超花大力气研究

刚刚爆发的欧战，1914 年 11—12 月撰写长文《欧洲战役史论》，11 月 6 日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演讲

《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1915 年 1 月 20 日、2 月 20 日在新创刊的《大中华》第一、二期发表《欧战

蠡测》。其中《欧洲战役史论》长达 20 节，在当时如此全面分析欧战爆发的前因后果，这可能是最长

的一篇文字，展现了梁启超广博的世界历史知识和惊人的国际洞察力。此文当时并未公开发表，显

示梁启超的审慎。不过，梁启超虽为一代启蒙思想家，但缺乏欧洲经验，对国际形势和世界大战的分

析有其局限，他为德军在战争初期所发动的凌厉攻势所震撼，看好德军在战场上的表现，他表示:“自

开战之始，吾尝昌言德之必胜，且言其决胜甚速，比则频有难吾说者，吾亦几不能自坚持。虽然，吾终

信德之决不能败也。”②梁启超对德国的极端崇拜，在战后曾被人诟病。李大钊在《Bolshevism 的胜

利》中讽刺梁说:“著《欧洲战役史论》主张德国必胜后来又主张对德宣战的政客，也来登报，替自己

作政治活动的广告; 一面归咎于人，一面自己掠功。”③矛头直指梁启超。如果将梁启超对欧战前期

战况的观察与严复所撰《居仁日览》作一比较后可知，梁氏对欧战的分析确不及严复专业，严复为海

军专业出身，又有留学英国、游历欧洲大陆的经历，具有较为广阔的国际视野，通过直接阅读英文报

刊，严复从一开始就不看好德国的实力。④ 严复因任总统袁世凯的外交顾问，他的分析在当时对最高

决策自然具有一定指导作用。
作为思想家，梁启超敏锐地预感到欧战可能对世界思想演变大势的影响，即: “一曰政治思想必

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 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也，当别为专篇论

之。”⑤梁启超将欧战定义为“民族国家的战争”，把欧洲的近代史看成是一部国家主义的发达史，对

欧战暴露的西方弱肉强食的强权逻辑作了大胆批评。⑥ 目睹德国在战争中渐趋劣势的表现，他的立

场也在调整。1917 年初欧战双方进入决战阶段时，他多次上书段祺瑞，主张对德宣战; 公开发表《中

德国际前途观》《余与此次对德外交之关系及其所主张》《绝交后之紧急问题》等文，申诉中国参战之

理由，从积极进取来说，“处今日国际关系复杂之世界，虽以至强之国，犹不能孤立以自存……凡此皆

足证明今日之对局，凡国于世界者，皆不能不求与国。”“吾之所谓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以结纳友邦

获得奥援增高国际地位为前提，而以孤立退婴为大戒。”从消极维持来说，“我国二十年来惟托命于均

势，此事实之无可讳言者也。”“中国所托命之均势，则英、俄、法、美、日五国均之而已，而当欧战疲敝

之余，能生死我者尤莫如美、日，我若能提絜美、日，而自伍于此五国者之林，虽进焉无所获，而退焉必

足以自保……德而全胜，则中国必亡，无论吾参战与否，皆无可逃避也。”梁启超为打消人们对参战的

种种顾虑，针对美不参战说、俄国革命由德人煽动成功说、德胜报复说、俄德单独媾和及德俄日同盟

说、日本乘机侵略说、影响商务说、影响民食说、酿成内乱说等反对参战的各种说法，一一回复、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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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梁任公之近况》，《申报》1914 年 10 月 30 日。
《欧洲战役史论》，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9 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14 页。以下所引《梁启超全集》
皆为此版本，不再一一注明。
李大钊:《Bolshevism 的胜利》，《新青年》第 5 卷第 5 号，1918 年 10 月。
相关分析参见欧阳哲生:《严复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 年第 1 期。
《欧洲战役史论》，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9 集，第 117 页。
《欧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5 集，第 91—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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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判中国参战可获之利益。① 这与严复等人坚决要求对德宣战的主张不谋而合。② 当时，反对中国

参战的声浪颇盛，朝中有总统黎元洪之抗拒，酿发所谓“府院之争”，国会参众两院的国民党议员群起

反对; 外有国民党孙中山、唐绍仪，遗老派康有为反对宣言和通电，段祺瑞之部属徐树铮也“日日扬

言，谓合肥为梁某所误”，③所以主张参战面临的阻力甚大。冯国璋上台后决定参战，梁启超又代拟

《大总统布告( 对德对奥宣战文) 》。④ 1918 年 11 月 18 日，梁启超发表《对德宣战回顾谈》，详细回忆

中国参战的来龙去脉。梁启超说，他在中国对德宣战后，还曾建议段祺瑞“更勿投身国内政争旋涡

中，惟当亲身先赴法国战场，而大兵之运输徐随其后”，此议不见采纳。徐世昌当选总统时，梁正患大

病，“展转床蓐，以不肯舍忘此伟大妄想故，托人致词于彼，请速行切实计画，为赶明年春期战场之准

备”，亦未能成。梁启超将其咎推之于南方的国民党人，“推原此次参战目的后半段所以不能贯彻之

原因，其最大罪恶，固在南方好乱之徒，兴无名之师，牵制政府，致不能有余裕以发展于外。”⑤当时中

国南北对立的局面对中德关系影响殊深，北京政府对德宣战，南方军政府则暗中与德交好。⑥ 对此，

梁启超无可奈何，只能扼腕长叹。
欧战结束后，梁启超前瞻战后世界大势，发表《欧战议和之感想》《中国国际关系之改造》《欧战

结局之教训》《世界和平与中国》等文或演讲，对中国与世界之关系作了新的论述，对世界和平抱以

新的期望。梁启超充分肯定中国参战之价值，他说: “我国民实亦以一种极大觉悟，破除其数千年闭

关自守之故见，自进而参加于人类全体之正义和平活动，以尽其为国际团体一员之天职，使人类全体

共同生活之基础更进一步，斯即我国参战最大之意义，最大之价值也。”他希望借此新机，建立新的国

际关系，“永绝战乱之源”。“吾敢信我国人对于世界为和平后之贡献，其所尽之义务，决不让他国。
以我国原料之丰富，劳力之勤良，以之补偿战后疮痍，实负一莫大责任。”⑦对于中国参加巴黎和平会

议，解决中国问题，梁启超提出了五点具体建议:“第一，可以开放外蒙、西藏，实行威尔逊所谓民族自

治自决主义，多予各该地人民以自治之机会，但持宗主权，居指导之地位，且不妨许外人公同指导也。
第二，青岛之当归还中国，本不待论。即外人租借地之威海、旅顺，从前本为对待德国青岛胶州湾而

起，今目的已消失，则各该处或请即予归还，或请明白保证，租借期满即行见还，不再展延。第三，中

东铁路本为中俄合办，今鉴于东北形势，宜声明以我之名义，而用各国之力，共同管理之。第四，领事

裁判权固为中国之耻辱，即在各国侨民，受裁判于非法官之领事馆员，亦岂有利? 宜即请求撤回此权，

或于租界地方，由中国政府任命外人为法官，以当审判之衔……第五，关于关税，虽不能遽望互相平等，

然一部分之自由科税，务望得许。如消费税之类，为各国税收之中坚，亟当加以整革，以裕财源。”⑧梁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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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质言( 参战问题) 》，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9 集，第 533、534、535、535—540 页。
参见林启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严复的国际政治观: 参战思想分析》，习近平主编《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清华大学

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02—318 页。
《对德宣战回顾谈》，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9 集，第 805—806 页。
《大总统布告( 对德对奥宣战文) 》，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07 页。
《对德宣战回顾谈》，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9 集，第 811、811—812、812 页。
关于一战期间孙中山与德国的关系，参见杨天石:《孙中山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8 年第 5 期。
《中国国际关系之改造》，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9 集，第 816、819 页。
《欧战议和之感想》，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5 集，第 187—188 页。梁启超后来又将这五点简化为三点，即:“一曰破

除势力范围”;“二曰撤销领事裁判权”;“三曰改正关税”。参见《在战后外交研究会及国民外交后援会召开之外交讲演会之演

说》，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5 集，第 1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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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的这些建议，对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的决策有一定影响。① 考虑到舆论对外交的可能影响，梁

启超在欧行前夕，特别提醒国人:“故我国民于此时宜发挥一种舆论，内以督促政府，而外以博世界之

同情，寔今日所最当有事也。然欲舆论发生效力，第一，当求有价值; 第二，当求一致。”②他还提出开

展“国民外交”，他说:“各国无不注重国民外交，其政府之外交政策，恒依以为转移。吾国夙无所谓国

民外交者，一方固由当局者之不知注重，一方亦由我国民素未造成此等势力。此后应当切实研究，并造

成此等势力，以与各国国民为国民的外交。是则吾人所应努力者也。”③注重公共舆论，推动国民外交，

这是欧战后梁启超新的外交思想，对当时朝野都有相当影响力，五四运动的兴起与此有直接关系。
从看好德国的优势兵力，到主张对德宣战，到最后展望欧战后世界和平、希望建立新国际秩序，

这就是梁启超观察欧战走过的心路历程。探讨梁启超思想时，人们总是喜欢以善变、多变来形容他

的演变，梁则用“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来自辩，笔者认为用“识时务者为俊杰”来形容梁启超欧战

观的调整可能更为适合。梁启超欧战观的另一个特点，是他对战后世界和平抱持积极的态度，对正

在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给予礼赞，他后来倡谈基尔特社会主义并非偶然。

二、梁启超介入东西文化论争: 从缺位到补位

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曾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热议的问题。陈崧编选的《五四前后

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一书对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的著作作了比较系统的整理。在该书的“前

言”，陈崧将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分为三个阶段，并对各个阶段的论战内容及代表人物作了分

析，④她的分析除了行文带有当时的时代风味外，其对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争的过程描述大体不错。
唯用“论战”一词火药味较浓，五四时期的许多讨论和论争其实大多属于文化、思想的范围，这与后来

那些党派之间的政治思想论战毕竟不同，应当区别对待。
阅读五四以前东西文化论争的文字，往往给人一种盲人摸象的感觉。论争双方的主要代表杜亚

泉、陈独秀都没有去过欧洲，缺乏实际的“欧洲经验”。他们比较东西方的现象，往往大而化之，很多

带有似是而非、以偏概全的误差。双方都认可的所谓西方主动、东方主静，西方重个性、东方重家庭

等说法其实难以成立。事实上，中国自秦汉以降的两千多年又何尝静止，真正安定、平和的“盛世”并

不多见，无序、动荡、混乱在历代王朝常常占有较长的时段，下层民众数以百计的大大小小造反起义

且不说，统治阶级内部的宫廷内斗和皇权与藩镇之间的博弈从未停止，来自北方、西北少数民族的侵

扰更是未曾中断。古代欧洲国家何尝不重视家庭，天主教对一夫一妻制有比东方国家更为严苛的规

定和约束; 反之，中国古代充满个性的诗人作家又何其多矣，不胜枚举。自戊戌维新以来，因战败而

产生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中国思想界在反思自身传统时，更多地是从负面来理解它，逐渐出现新

的偏颇，对中西特性的认识即是最明显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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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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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关于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要求修约的情形，参见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 1912—1928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7—81 页。梁启超与巴黎和会的交集，参见李喜所、元青: 《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45—
450 页; 崔志海:《梁启超与五四运动》，《近代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巴黎和会鸟瞰》中对和会有介绍

性的报道，但基本未涉及他本人的活动。
《关于欧洲和会问题我舆论之商榷》，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5 集，第 190 页。
参见《在战后外交研究会及国民外交后援会召开之外交讲演会之演说》，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5 集，第 193 页。
参见陈崧:《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 增订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前言”，第 5—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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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东西文化论争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缺位到补位的过程。1916 年以后，以杜亚泉为代表

的东方文化派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派，就东西文化的特性和优劣展开论辩。争论持续到 1919
年以后，东西文化能否调和成为双方争论的新焦点，由比较东西文化的差异发展为如何处理东西文

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新旧文化能否融合。梁启超前期因忙于国内政务，加上自己缺乏欧洲经验，无暇

顾及这场论争，所以我们在论争的前两个阶段看不到他发表相关文字。1920 年 3 月，梁启超欧游归

国后，他因为新的欧洲经验而获得介入东西文化论争的底气，在《时事新报》《晨报》连载《欧游心影

录》，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新文化界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成为五四以后东西文化论争的新议题。
过去人们在谈及五四以后的东西文化论争时，喜欢将梁启超与梁漱溟并列，习称“二梁”。这种把梁

启超与梁漱溟相提并列的做法，我以为并不恰当。梁启超对中国文化抱有信心是一回事，他是否应

被看作为东方文化派的代表又是另一回事。阅读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人们会感到越是没

有西洋经验的作者，胆子越大，纵言放论，无所拘宜，怪不得胡适私下批评梁氏: “梁漱溟既不曾到过

西洋，又连电影戏都不屑看，他那配谈东西文化!”①梁启超提倡以中国文化补救西方时弊，同时又主

张思想解放要从“研究西洋思想入手”，②他的眼光不同于杜亚泉，也明显与梁漱溟有别，他的思想孕

育着某些新的元素，出现了新的转向。
1918 年底欧战结束之际，梁启超率团赴欧考察，这是他思想的一次再出发。丁文江曾提示:“先

生这次与同行诸人的游欧，原在他们将来的整个事业上抱有极大的目的和计划。”③对此次出访之目

的，梁启超有一个逐渐放大的过程。行前在各种公开场合，他数次强调访欧之行的私人性质，言词比

较低调。之所以冠以“私人名义”出游，一则低调，二则便于对外发言，诉诸公开舆论。④ 与亲朋好友

言及此行时，梁启超则明白交代底细:“此行全以私人资格，( 经费殊不充，公家所给仅六万，朋旧馈赆

约四万耳。) 不负直接责任，然关系当不小。近数日来陆使在日本闹笑话，舆论哗然，复有将我资格化

私为公之议，然吾殊不欲也……然万一到必须化私为公时，仍当借重希哲，届时则惟设法先送汝归

耳。”⑤从各方面的舆论呼声来看，梁启超自感有“化私为公”之责。从其出游所获资助的经费( 公费

占六成) 、从法国等国给予梁启超一行的礼遇，⑥都可看出梁启超一行实难脱公务之干系。
到达欧洲后，梁启超对自己的访欧之行，又别有一番新的表示，显示他雄心勃勃的怀抱:“出游之

主要目的，在考察战后世界文明变迁之迹，以归饷国民。”⑦在参观巴黎和会后，梁启超更是自感责无

旁贷:“仆此行虽以私人考察，然苟可以为国家雪耻复权者，不敢辞匹夫之责。”⑧他的这一表态，甚至

对时任巴黎和会的首席代表陆征祥构成压力。梁启超对访欧之行的这些不同说明，表明他的认识随

着时空的转换，有一个逐步拓展的过程，这与国内张东荪等人的要求也有一定关系。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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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⑨

耿云志编:《胡适语萃》，华夏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5 页。
《欧游心影录·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0 集，第 76 页。
丁文江、赵丰田编，欧阳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 初稿) 》，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467 页。
参见梁启超:《与上海新闻记者之谈话》《关于欧洲和会问题我舆论之商榷》《在宪法研究会饯别会之演说》，汤志钧、汤仁泽编

《梁启超全集》第 15 集，第 189、191、192 页。
梁启超:《与思顺书》( 1918 年 12 月 10 日)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873—874 页。
有关梁启超在法受到法国政府接待的情形，参见巴斯蒂:《梁启超 1919 年的旅居法国与晚年社会文化思想上对欧洲的贬低》，李

喜所主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18—237 页。
《在巴黎万国报界联合会欢迎会演说词》，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第 812 页。
《梁任公最近来电》，《晨报》1919 年 4 月 20 日。
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欧阳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 初稿) 》，第 467—4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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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游心影录》写于巴黎西南的白鲁威( Bellevue) 。1919 年 10 月 11 日以后，梁启超、蒋百里、张
君劢、徐新六等人把白鲁威当作深山道院，闭户读书与写作。11 月 5 日，梁启超《与令娴书》说及当

时的生活:“吾自十月十一日迄今，未尝一度上巴黎，且决意三个月不往，将此地作一深山道院，吾现

在惟有两种功课，日间学英文，夜间作游记……吾日记材料，由百里、君劢、振飞三人分任搜集，吾乃

取裁之，现方着手耳。此亦非同居不可，在此多住数月，亦为此也。”这里所说蒋百里、张君劢、徐新六

“分任搜集”日记材料，表明这三人至少参与了《欧游心影录》的准备过程。该信还透露 10 月中、下
旬他曾大病一场:“双十节之次日，吾从意大利返巴黎，新从热带入寒带，在车中已冻了一夜，归寓无

煤无薪，大伤风，半月乃愈。”①这立即令人想起当时蔓延欧美的大流感，疫情定然对梁启超的身心产

生某种冲击。《欧游心影录》对当时写作境况的描述也会勾起我们类似的联想: “巴黎是绝迹不去

的，客人是一个不见的，镇日坐在一间开方丈把的屋子里头，傍着一个不生不灭的火炉，围着一张亦

圆亦方的桌子，各人埋头埋脑做各自的功课。这便是我们这一冬的单调生活趣味，和上半年恰恰成

个反比例了。我的功课中有一件，便是要做些文章，把这一年中所观察和所感想写出来。”②这样一

种闭门的集体生活，对梁启超的写作自然会产生影响，《欧游心影录》的思想虽不能说是集体创作的

成果，但包含同室他人的思想影响应该是确定的: 书中对“科学”的议论，似有张君劢思想影响的因

子; 而对“德国失败之原因”的分析则直接附录蒋百里的《德国败战之诸因》一文，即可为佐证。与梁

启超 1903 年所写《新大陆游记》的游记体裁不同，《欧游心影录》更像是一份考察报告。
1920 年 3 月 2 日，《欧游心影录》开始在上海《时事新报》连载，至 7 月 18 日止。3 月 6 日，它又

在北京《晨报》连载，至 8 月 17 日止。之所以先在《时事新报》刊出，可能与梁启超寄发稿件先达上海

有关。《时事新报》《晨报》为研究系主控的两大报纸，如此连篇累牍地刊登，显然有舆论造势之用。
1922 年 12 月，中华书局出版《梁任公先生近著第一辑》，上卷收入《欧游心影录节录》，均为《晨报》
《时事新报》已发表的文字。1936 年中华书局出版林宰平等编辑的《饮冰室合集》又将《欧游心影录

节录》原版收入。既然题名《欧游心影录节录》，就意味该著并未写完，这可能是梁启超生前未出版

该著单行本的原因。丁文江等编著年谱时对此也有说明:“先生在欧游期中，其随时随地所经历观察

和感想都有记述，他住在巴黎的时候，曾经整理出一部分来，回国以后就因为百事待理，无暇及此了。
所以结果全书迄未完成，行将出版的《饮冰室合集》里有《欧游心影录节录》数篇，便是全书的一部，

也就是先生归国后在《近著第一辑》上卷中所发表的几篇。”③1937 年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欧游心

影录节录》，实为林宰平等编辑《饮冰室合集》的副产品。2018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梁启超全

集》删掉“节录”二字，而直用《欧游心影录》书名，易给人该著完结的错觉，这样处理并不恰当。

三、《欧游心影录》的思想取向与挑战

《欧游心影录》现刊八篇，为东西文化论争提供了新的成分。其一，为东西文化论争增加了新的

“欧洲经验”。梁启超一行刚从欧洲考察归来，带回了欧洲现场的最新信息，如《欧游中之一般观察

及一般感想》之“大战前后之欧洲”、《伦敦初旅》对战争现实影响的披露，《巴黎和会鸟瞰》报道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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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娴儿书》( 1919 年 11 月 5 日)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890—891 页。
《欧游心影录·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0 集，第 56 页。
丁文江、赵丰田编，欧阳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 初稿) 》，第 4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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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会的实际情形，《西欧战场形势及战局概观》《战地及亚洛二州纪行》两篇对欧战遗迹的观感，都为

国人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其二，为东西文化论争补充了新的内容。如《国际联盟评论》《〈国际劳工

规约〉评论》两篇，都是以往较少或根本没有涉及的话题。其三，为东西文化论争提供了新的宏阔视

野。梁启超曾以如椽巨笔驰骋报界，是舆论界的大家。《欧游心影录》以新的气势纵横捭阖、驰骋中

西，对访欧之行作了深度报道，并借题发挥，表达自己对中西关系和世界前途的感想。梁启超归国即

发表此文，志在重振雄风，其意是争夺新文化运动的主导权。过去人们谈及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

争，常将梁启超与杜亚泉、梁漱溟的作品相提并论，这并不确当。
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首先透露了他对战后欧洲的观感。在《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

中，他先从欧战前后的残破局面说起，视欧战为“人类历史的转捩”，“觉得这回大战，还不是新世界

历史的正文，不过一个承上起下的转捩段落罢了”。战后国际上的隐患依旧存在，虽然“如今战事停

了，兵是撤了，和约是签了，元气恢复，却是遥遥无期。永远的平和，更没有一个人能够保险。试就国

际上情形而论，各民族情感上的仇恨，愈结愈深。”国际上的这些危险情形，在梁启超看来“真乃令人

惊心动魄”。而各国生计及财政纷纷破产，社会革命暗潮汹涌，贫富矛盾所造成的阶级分化，“绝非前

四年来国际战争可比”; 工业化国家内部劳资矛盾，“早晚总有一回短兵相接拚个你死我活”。自 19
世纪以来，生物进化论、个人主义( 自由主义) 盛行，影响所及，“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

成了天经地义; 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19 世纪末的欧洲社

会，“都是阴沉沉地一片秋气”。梁启超造访欧洲，到处听到人们对前途“悲观的论调”，美国记者赛

蒙氏( Frank Simond) 甚至对梁启超悲叹“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① 整个欧洲弥漫着一股悲观的气

氛，西洋文明破产的“世纪末”情绪充斥着人们的心理。梁启超对欧洲的这些观察和印象，并不是渲

染“西方的没落”，而是本诸于自己的亲身体验，有其现实的客观依据。梁启超对战后欧洲残破景象

的报道，在国内产生的反响不一，那些曾视西欧为现代化样板的人们可能因此会产生失落感，转而将

希望的眼光投向新大陆美国，或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俄国。
通过自己的观察，梁启超重新估价科学在欧洲近代文明中的作用。既不承认科学破产，又批评

“科学万能”的唯科学主义倾向，这是他饱受争议的一个观点。② 尽管梁启超声明: “读者切勿误会，

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③1922 年 8 月 31 日，梁启超在

《什么是新文化》的演讲中还说:“一、在知识上要有科学的理解; 一、在品格上要有自律的情操。”④他

虽仍将科学纳入新文化范畴，但对科学所产生偏失的议论毕竟已给人们留下难以消解的印象。他因

触及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价值之一———科学，与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的主张不尽一致，从而引发了他

与新文化阵营的冲突，遭到了新文化派炮火般的反击，胡适、周作人、郭沫若等人采取攻其一点不及

其余的批评手法，以嘲笑的口吻调侃梁启超，对其大加挞伐，⑤在策略上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还试图为中国应对世界的变局开出药方。梁启超首先做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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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国际观与晚年思想转向

个判断，“须知世界大同为期尚早，国家一时断不能消灭”，“我们是要在这现状之下，建设一种‘世界

主义的国家’”。他明白提出一个如何建设“世界主义的国家”的问题? “不能拿顽固褊狭的旧思想

当是爱国，因为今世国家，不是这样能够发达出来。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

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是要托庇在这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

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这实际上是倡导一种新的爱国观，一种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
开放的国家观。由此，梁启超鼓励国人:“不可有丝毫悲观，说中国要亡了。”他以古语“知病即药”提

醒大家:“只要知道病就赶紧去医，不要因为病就垂头丧气，把自己营卫的本能减掉。”①这里所展现

的爱国观与当时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胡适的观点大体相同。
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另一个相同之处是他对个性解放和思想解放取向的强烈认同，认为“国民

树立的根本义，在发展个性”;“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他甚至以“彻底”作为思想解放

的原则，“‘既解放便须彻底，不彻底依然不算解放。’就学问而论，总要拿‘不许一毫先入为主的的意

见束缚自己’这句话做个原则。”这里涉及对新传输的西方思想的态度，梁启超主张思想解放要从

“研究西洋思想入手”。其原因有二:“一则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确属精密，我们应该采用他; 二则因

为他们思想解放已经很久，思潮内容丰富，种种方面可供参考。”②可见，梁启超对待思想解放和西方

思想的态度与新文化运动主流并无二致。③

面对中国的现实政治，梁启超表达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一方面反对激进革命，坚持其一贯持

行的循序渐进的温和改革; 另一方面认定社会主义是世界的大势所趋，同时又强调要根据中国的国

情，选择社会主义的方法。梁启超检讨中国过去的政治改革，认为 20 年来种种失败，都是因其“和民

主主义运动的原则根本背驰”。他提倡一种与“阶级政治”不同的“国民政治”，即:“从国民全体下工

夫，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对于中国的改革事业，

他表示“着急不得”，“天下事是急不来的，总要把求速效的心事去掉，然后效乃有可言。”对现行的社

会政治，他批评道:“我们中国人最大的缺点，在没有组织能力，在没有法治精神。”这似乎在重提当年

《新民说》的老话。面对民国初年“民意机关终久不得实现，政治终久不得改良”的局面，梁启超提醒

人们注意:“职业选举和国民投票，是我们中华民国宪法的大关目，必要切实办到，政治的大本才能立

哩!”面对由西向东席卷而来的社会主义运动，梁启超谨慎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一方面他将社会主

义的精神和方法加以区别对待，“讲到国民生计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国内提倡

新思潮的人渐渐的注意研究他，也是很好的现象。但我的意见，提倡这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

谈。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所固有。”另一方面，他认为采用哪种方法要视

国情而定，欧美学者的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有无数派别”，“应该采用那一种，采用的程度如何，总要

顺应本国现时社会的情况。”④梁启超的这些言论，很明显是提倡一条有别于具有革命倾向的国民党

和新兴马克思主义者的循序渐进的、温和的改革路线。
梁启超对欧洲的观察由表及里，有很多自己独到的心得。他在介绍欧洲的所见所闻时，一方面

指出欧战带来的巨大破坏，以及战后民生的凋敝; 另一方面也赞扬英国的宪政、法治精神，法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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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国精神。梁启超欧洲之行的第一站就是英国伦敦，刚一登岸，“战后惨淡凄凉景况，已经触目皆

是”，但梁启超能够感受到，英国之所以能经大战而不败，靠的是人民“养成一种沉郁严重的性格，坚

忍奋斗的习惯”，他由此反省，若是国民“未经养成这种精神，讲什么立宪共和，岂非南辕北辙!”在参

观英国下议院以后，最令梁启超感动的是英国人讲究法治、严守政治游戏规则的习惯。“英国人爱政

治活动就像爱打球，同是一种团体竞技的顽意儿。须知他们打球也是最讲规则的，不尊重规则，就再

没有人肯和你顽了。”“他们不制定一种法律便罢，一经制定，便神圣不可侵犯，非经一定程序改废之

后，是有绝对效力，无论何人都要服从。所以他们对于立法事业，丝毫不肯放过，人民有了立法权，就

算有了自由，都是为此。”反观中国，“我们办了几年共和政治，演的都是翻桌子把戏”，方“才觉得中

国人法律神圣的观念，连根芽都还没有”。① 英国给梁启超印象深刻的是它的法治精神，法国让梁启

超感动的是它的爱国精神。在参观亚尔莎士、洛林二州时，给梁启超刺激最深的是: “法国人这点爱

国热诚，他们全国人无论男女老幼，识字不识字，对于这件事都当作私仇、私恨一般，痛心刻骨，每饭

不忘。法国能够轰轰烈烈站在世界上头，就是靠这点子精神贯注。”他盛推法国人的这种精诚爱国精

神，由此梁启超想起了沦落于日本之手的台湾，“我们失台湾，还是在法国失亚、洛二州后二十年哩，

都是战败割地，情形全然一样。人家是深痛彻骨，五十年间没有一刻忘记。我们在当时，何尝不也是

人人惊心动魄，不过三五年，早已撇在脑后，像是公认抢劫的人有正当权利了。”②对甲午战争后中国

失去台湾的耻辱，梁启超一直耿耿于怀。
梁启超看到了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尖锐的劳资矛盾。他说:“自从机器发明工业革命以还，生

计组织起一大变动，从新生出个富族阶级来。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遍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

者益贫。”工人为了维持自己的基本生计，不得不“到处成立工团，决心要和那资本家挑战。他们的旗

帜，是规定最低限的工钱和最高限的做工时刻”。他分析了解决这种矛盾的两种派别: 一派是“还承

认现存的政治组织，说要把生产机关收归国有”的各国社会党; 另一派是主张推翻现存政府，实行耕

者有其田、工人管理工厂的俄国“过激党”。他预估世界:“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

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但梁启超并没有因此立即倒向俄国式的革命，他对中西之间的社

会矛盾作了比较，认同在中国采取温和的社会改良政策，不同意将马克思的社会革命学说，特别是其

提倡的“生产机关国有论”搬到中国来。“若要搬到中国，就要先问什么是生产机关? 我们国内有了

不曾? 就算有了罢，说要归到国家，我头一个就反对。你不看见铁路么，铁路国有权，是欧美社会党

最坚持的大问题，我们不是早办了吗? 结果如何? 在这种政治组织之下提倡集产，岂非杀羊豢虎?

以上所举，拿来做个比方，并不是论他的方法良不良，只是论我们用得着用不着。”③这里显示他对在

中国运用社会革命方法的谨慎姿态，预示了他与国内新兴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区隔。
关于《国际劳工规约》，梁启超特辟一篇加以介绍。他首先区别了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 “社会

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改造方法，虽然种种不同，或主共产，或主集产，

或主生产事业全部由能生产的人管理，或主参加一部分，或用极端急进手段，或用平和渐进手段。要

之，对于现在的经济组织，认为不合人道，要重新组织一番，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政策，是在现在

的经济组织之下，将那不公平之处，力图救济。救济方法，或是从租税上求负担平均，或是保护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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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叫资本家虐待。虽然许多良法美意，却与根本改造问题无涉，这就是社会政策。”在他看来，《国际

劳工规约》属于社会政策。不过，他并不怎么看好《国际劳工规约》的现实效用，认为“《劳工规约》防

止横裂的效力，恐怕比联盟规约防止纵裂的效力还要薄弱些哩。”梁启超对中国的境遇表示严重关

切，他把欧美的劳资矛盾化约成了中国的民族矛盾。“我们全国人所处的境遇，正是外国劳工阶级所

处的境遇……这劳工问题，在欧美各国，不过国内一部分人的苦乐问题，在我们中国，却是全个民族

的存亡问题了。”①至于世界未来的趋向:“或是社会党柄政实行了社会主义几个根本大原则，气象自

然一新; 或是有些国家竟自继俄国之后，做一番社会革命，虽一时大伤元气，过后反赢得意外发达，也

未可定。所以我对于欧洲，觉得他前途虽然是万难，却断不是堕落。至于分国观察，或者有一两国从

此雄飞，有一两国渐行衰落，这又是别问题了。”②他并不是看衰欧洲的现状，而是在考察欧洲的劳工

问题、社会革命后，对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前途表示了审慎的乐观。
梁启超评估战后欧洲出现的思想混乱局面，列举了当时世界上流行的各种主义，如民族主义、世

界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贸易主义，表示对这些主义并无成见。因此，世界的未来对他

来说，充满了不确定性。访欧之前，梁启超表达过对现实的困惑:“惟今日世界潮流急转之时，从前旧

思想旧主义，概已不能适用，不许存在。吾国即亦不能不应此潮流，以力求进步。”“鄙人此行考察，如

有所得，将愿研究一新主义，标示一新旗帜，图政治上根本之更新，为吾党增一番新气象也。”③从他

归国后的表现看，欧洲之行似乎并没达到这一目的。
梁启超对国际联盟的态度相对比较理性。1919 年 2 月 12 日，国际联盟同志会在北京大学成立，公推

梁启超为理事长( 因梁不在国内，由汪大燮代理) ，蔡元培等为理事。④ 欧战结束后，国人对国际联盟抱有

极大的期望，但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遭受的挫折，国内舆论哗然，反应激烈。梁启超对此有自己的见解:

我们中国人一年以前，期望国际联盟，未免太奢了; 到了如今对于他的失望，又未免太

甚了……我们对于他的希望，并不在解决目前局部问题，———譬如我们的山东问题，他能够

给我们一个圆满的解决，固然最好; 就令不能，我们也断不厌弃他。因为他是全世界人类共

同缔造的东西，我们既已是世界上一个人，总要尽我们的能力参加着缔造他，扶持他，发育

他。我们做中国国民，同时做世界公民，所以一面爱国，一面还有超国家的高尚理想。凡属

人类有价值的共同事业，我们总要参预，而且确信我们参预之后，一定能够增长他的价值。⑤

这种主张积极参与国际联盟的态度，应该说不失为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一种比较可行的途径。相

反，拒斥国际联盟，自立于国际联盟大家庭之外，对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可能大有帮助是值得怀疑的

事。访欧归来后，梁启超一行“行箧得论国际同盟之书可数十种，率皆各明一义”，将其集于一册，并

特作序申明其义，⑥表现了他朝这个方向的持续努力。
梁启超展望世界前途是调和中西矛盾，认为未来世界文化的趋向是中西结合，建设一种综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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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文明。其办法“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

起来成一种新文明”。① 这与杜亚泉看好战后东方文化的前途、梁漱溟所谓“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

国文化的复兴”②的论调显有区别。梁启超明确批评了国内两种倾向: 顽固的老派与崇洋的新派。
他说:“国中那些老辈，故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 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

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吗?”这就预设了他

进步的限度实际存在于这二者之间。面对西方纷至沓来、五光十色的各种理论，梁启超限于自己固

有的知识结构，尚来不及消化，并无精心研究，他概以唯心与唯物、宗教与科学，“要把理想纳到实际

里头，图个心物调和”。在他看来，“心物调和”不仅是西方现代哲学的理想，也是中国古典思想的精

髓，中国先秦诸贤“正是从这条路上发展出来”。这大概是他主张中西调和的哲学基础。梁启超对先

秦诸家思想现代价值的发挥颇得心应手: “孔、老、墨三位大圣，虽然学派各殊，‘求理想与实用一

致’，却是他们共同的归着点。如孔子的‘尽性赞化’、‘自强不息’，老子的‘各归其根’，墨子的‘上

同于天’，都是看岀有个‘大的自我’、‘灵的自我’，和这‘小的自我’、‘肉的自我’同体，想要因小通

大，推肉合灵。我们若是跟着三圣所走的路，求‘现代的理想与实用一致’，我想不知有多少境界可以

辟得出来哩。”③梁启超对西方思想理解的粗糙和对中国古典发挥的纯熟恰然形成对比，这也许是人

们指摘他与杜亚泉、梁漱溟同调的缘故。
梁启超是一个极富时间感的思想家。20 世纪来临前夕，他首用“世纪”一词，创作《二十世纪太

平洋歌》，讴歌新世纪的到来。④ 访欧前夕，他又发表《将来观念与现在主义》，特别强调中华民族之

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其强烈的“将来观念”分不开: “我国是个狠有文明历史的国家，这种文明

历史，都是从我们祖宗狠深强的将来观念构造出来。我们受了这种好遗传，就令不肖，何至便像阿非

利加洲黑人今日想不到明日的事?”⑤访欧归来，他强化了重振中国文化的信心，要求重新认识中国

文化对世界的责任，这似与他内心顽强的“将来观念”发酵有关。为此，他希望青年一代，“第一步，

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 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

相; 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

统; 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

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

其实是对不起自己。”⑥这种对中国文化四步走的规划，构成其与新青年派不同的思想理路。可以

说，在五四时期的思想谱系中，与杜亚泉、梁漱溟相比，梁启超多了一些西方文化的新元素; 与新青年

派比较，他又多了一些中国文化的分量。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定位在 1920 年 9 月创刊《改造》时得到

了比较充分的展现。⑦ 在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之时，梁启超并不愿失去新文化的旗帜，被时代讥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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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欧游心影录·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0 集，第 83 页。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 1 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25 页。
《欧游心影录·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0 集，第 84 页。
此诗全篇收入《饮冰室合集》第 5 册《文集》之 45( 下) ，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17—19 页。
《将来观念与现在主义》，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第 751—752 页。
《欧游心影录·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0 集，第 85 页。
参见《〈改造〉发刊词》( 1920 年 9 月 1 日) ，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0 集，第 195—198 页。现留有两份《〈改造〉发刊

词》，一份是公开见诸于《改造》创刊号，一份是后来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后一份可能是梁启超本人的手稿，保留有更多梁

氏本人的思想痕迹，其中( 11) 至( 14) 这四条涉及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内容，在《〈改造〉发刊词》公开发表时没有出现，这可能是

同人对梁启超意见有所保留时加以修改后的结果。



梁启超的国际观与晚年思想转向

过时的保守者; ①在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弊端百出、矛盾激化之时，他倍感珍惜中国传统文明的

现代价值，寻求“中国之文艺复兴”。② 这是一条富有建设性意义的新思路，《欧游心影录》的指向和

意义即在于此。

结 语

欧战后，中国知识分子赴欧美考察并留下游记或报告并非只有《欧游心影录》这一个案。1918
年范源廉赴美国专门考察教育半年，留有《赴美调查教育情形》《美国教育行政谭》。1919 年，陶孟和

赴欧洲考察，撰有《游欧之感想》。1920 年底，蔡元培赴法国考察教育，归来后在北大师生会上发表

感言，但这些文字都没有产生较大影响。相对来说，梁启超一行首尾一贯，团中成员除这部《欧游心

影录》以外，蒋百里撰《欧洲文艺复兴史》，丁文江与张君劢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旗鼓相当，可以

说，欧洲之行为梁启超一派人马注入了新的兴奋剂。回国后，他们力图重新振作，争夺新文化运动的

话语权，形成新文化运动主流之外的另一选择。
梁启超并不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要求文化开放、思想解放，主张学习欧洲文化的长处; 他

对中国文化保持信心，但主张利用西洋文化对之加以改造。他是一个渐进主义者，告诫人们不要着

急，不鼓励采取激进的社会革命手段，认为立即实行国有化于中国并不利。他接触了个性主义、自由

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世界主义，是多种主义的混合体。他主张未来中国文化要走中西结合之

途，中国要对世界负责任，要积极参加和支持国际联盟，这些观点都是新鲜且具有建设性意义。过去

论者给《欧游心影录》简单地贴上一个标签，或视之为东方文化派的代表作，或以为充满了文化保守

主义情调，而对该书所包含的新的思想元素缺乏分析，显然是一种比较片面的处理。
五四以后，新思想界朝着建构“主义”的方向迅速发展，走向主义的时代。梁启超一派对此反应

相对迟缓，尽管他们开始探讨基尔特社会主义，以与新兴的比较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相抗衡，但这

样一种温和的社会主义路线与时代急速行进的步伐明显脱节，正如在辛亥革命中，保皇派的改良策

略不敌革命路线一样，基尔特社会主义也在经受几个回合的论战以后，很快边缘化。梁启超本人选

择脱离政坛，逃避政治，专注学术文化事业，在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激荡岁月，这是一种自我边缘化

的策略选择，他也许可洁身自好、明哲保身，但只能经营自己的那块自留地了，梁启超因此也就从历

史舞台的主角渐渐退居为二线的配角。

( 作者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邮编: 100871)

( 责任编辑: 敖 凯)

( 责任校对: 李桂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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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访欧之前，梁启超即存探求“新文化”的自觉意识。他明确表示:“此次鄙人游欧，非仅欲一饱眼界，实欲亲历战事最烈之地，亲见

于斯役任绝大牺牲之各民族，借以吸取此互助之新精神，领略此世界之新文化也。”“余此行颇愿发抒我华人民之心理，使他民族

之领会; 并愿挹取欧美、日本互助之新空气，携归我国，借于世界之新文化，有所尽力也。”参见《在协约国民协会之演说词》( 1918
年 12 月 24 日) ，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5 集，第 194 页。
1919 年 6 月 23 日，梁启超赴英国文学会欢迎会，发表以“中国之文艺复兴”为题的演讲。惜内容不详，但从标题可窥见他的意

愿。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8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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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ethodology，one can use images to collaborate with history or vice verse. In addition，both the
ontological analysis of images and the discussion of their context are essential for us to bring images into
history. In this process，in order to avoid falling into the traps and misunderstandings，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image research， to grasp the images on their own as well as within their contexts，as
comprehensively and accurately as possible.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appropriate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age documents and text documents. On the whole，image into history is not only a theory，
method，and practice limited in the history discipline，but also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paradigm calling
for multi-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The Turn of Liang Qichao＇s Worldview in His Later Year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A Ｒecord of
My Travel Impressions in Europe / / Ouyang Zhesheng

Liang Qichao formed his worldview gradually while observing the Great War in Europe. He participated
in the debat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and started to develop his worldview. After his return
from Europe，he published A Ｒecord of My Travel Impressions in Europe and added new elements to this
cultural debate. He demanded emancipation of mind，and advocated the rule of law，constitutionalism，
autonomy，and national movements. He warned people not to rush，and he was against excessive nationalization
policy in China. He called for a fu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the future，arguing that China should
take more responsibility in the world. These proposals were both new and constructive. It is neither appropriate
to classify Liang Qichao as a cultural conservative nor placed him in the school of Oriental culture.

On the Formation of Oral Texts and Their Authenticity: A Case Study of The Anecdotes in the
Mansion of Confucius＇Descendants / / Kong Yong

Oral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genre that carries historical memory. To some extent，the authenticity and
credibility of oral contents are predetermined by whether or not the recorders followed the standard
procedures through which to preserve oral memories and form oral texts. Edited by Ke Lan，The Anecdotes
in the Mansion of Confucius＇Descendants is a text based on Kong Demao＇s oral recollection. Because of som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many stories disclosed in this text are not quite true，which affects its
value as historical source. This article selects three important cases，and argues that they are flawed. Two
stories recorded in“The Princess married to the Kong Family Mansion”and“Madam Tao poisoned Madam
Wang”are no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facts，and the one in“Confucius＇s Encounter with Nan Zi”contains
elements of errors and exaggerations. The three cases offer examples on the types of oral memories，from
“remote memory”，“reminiscence” to “supplementary memory”. They reflect the speakers ＇
contemporaneous reflection of historical events rather than the authentic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ical events.
And they also provide us with a sense of new“historicity”.

Local Complex and Theoretical Landscape: A Translingual Analysis of Modern Classic Village
Culture and Its Historical Writing / / Wang Tiangen

The issues concerning farmers，rural areas，and even agriculture are fundamental issues affecting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eople ＇s livelihood. These issues are related to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historical continuity and change. One needs to grasp the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and even of tradition in order to select a topic for research
of modern countryside. For example，in order to set up the logical correlations between historical knowledge
and its discourse，one needs to be aware of the tendency of emotion or reason in th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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